
浴火 “难”生：全面抗战时期浙江的省志编纂 ①

吕克军

　　提　要：全面抗战时期，为振奋民族精神，余绍宋等文化精英秉承 “文化复仇”意识，提议并主持重修

《浙江通志》；在抗战相持阶段，设立了浙江省通志馆，以科学修志理论指导，在体例、方法、内容上多有创新；

《浙江通志》计划分４期于８年内修成，因抗战时期条件不谐进展缓慢；通志馆在抗战胜利之时返回杭州，却因
国民党政权穷兵黩武而编纂失败；抗战时期重修浙江省志的经验教训可为新时期省志编纂之镜鉴，方志编纂应

自觉坚持党的领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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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 “淞沪会战”后方的杭嘉湖地区在上海失守后，于当年年底

陷落，成为 “沦陷区”，浙江省政当局节节退却到浙西南地区。日寇发动多次战役，两浙大地被

战火笼罩。日寇对统治区进行疯狂杀戮和掠夺，对文化的破坏十分严重，如杭州沦陷期间浙江图

书馆损失图书资料达１０万册①；郁达夫先生 “个人之损失而论……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来，及

清末之类书”②。日伪政权还实行 “奴化”文化政策，宣传 “建立东亚新秩序”和 “大和民族精

神”，图谋 “在精神上，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③。面对日寇侵略，各阶层进步群众在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在各领域进行艰苦抗战。在紧张的抗战中，一些方志人进行了浙江省志

的编纂，这在全国范围内的民国时期的省志编纂中是不多见的。④

浙江因是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心区域和丰厚税赋缴纳之地，成为日寇侵略的重点地区之一，抗

战压力很大。但在抗战艰难环境中浙江的文化精英为什么会启动大规模省志编纂？这次省志编纂

的进展如何？有什么创新之处？最终为何历经战火而未能修成？这次省志编纂对弘扬民族精神和

浙江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特别是在关于全面抗战时期浙江

省志编纂的研究成果还很少的情况下。⑤ 基于此，本文将在厘清这次重修浙江省志史实的基础

上，对其背景、编纂历程、特点、经验教训做初步阐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　文化复仇：浙江省志重修的启动
全面抗战初期，浙江当局在军事上缺少有效抵抗，节节败退，在一个多月时间内丢掉了大部

分浙西地区。⑥ 又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战略重点放在西南地区，浙江的兵力难以形成有效抵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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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一般课题 （项目编号：２０２２ＣＹＧＰ）成果。
参见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著：《日军侵略浙江罪行史》，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３３页。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著：《日军侵略浙江罪行史》，第１３２页。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５５页。
据初步统计，中华民国时期全国共有２３个省进行省志编纂，在全面抗战时期仅有５个省编修省志。
相关研究仅有余子安 《亭亭寒柯———余绍宋传》（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一本著作，以及沈松平 《论

〈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的修纂特点》（《图书馆研究与工作》２０２１年第４期）、沈松平 《从余绍宋看民国

志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宁波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徐伯凤 《方志学家余绍宋》（《浙江

档案》２００６年第２期）、余子安 《余绍宋与方志学》（《浙江学刊》１９８３年第６期）等几篇论文。
浙江习惯上称钱塘江以东、以南地区为 “浙东地区”，以西以北地区为 “浙西地区”。





寇在对 “沦陷区”进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对沦陷区人民进行 “奴化”教育和文化

侵略，民众情绪十分沉闷。面对全面抗战初期一部分人的沉闷甚至恐慌心态，同时在浙江 “复

兴社”、ＣＣ系的力量还很有实力，１９３７年年底重回浙江主政的桂系黄绍感到备受掣肘。中国
共产党秉承民族大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黄绍进行团结抗战。１９３８年３月，周恩来
在武汉和黄绍会晤，勉励黄绍坚持团结抗战立场，支持爱国青年和文化运动统战工作，坚定

了黄绍抗击日寇的信心。在坚定抗战信心的过程中，浙江优秀传统文化激励着黄绍和全省人

民，春秋战国时期勾践 “卧薪尝胆”的故事在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黄绍认为 “两越是历史

上有名的复兴之地，秉有传统的优点”①，提出 “刷新政治、保卫浙江”口号，并在全国第一个

提出 《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其中包括 “普遍提高人民之政治认知及文化水平”“坚强人民之

抗战精神”的文化纲领。对于深刻融入浙江人民血脉的 “卧薪尝胆”文化基因，中国共产党人

十分重视，１９３９年３月周恩来视察浙江抗战时，在浙西临时中学鼓励爱国青年时讲道，“越王勾
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教训，所表现的民族意识和战斗精神光耀千古”②。认为其中忍辱负重、

奋发图强的奋斗精神和拼搏奋斗、无所畏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全面抗战中具有重要意义。

“卧薪尝胆”的民族精神深烙在浙江文化人心中，是融入他们血脉的精神动力。１９３９年１１
月６日，浙江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余绍宋提交 《拟请省政府设委员会征集通志、

县志史料》提案。提案申明重修浙江省志之重要意义，“文献赖志书以存，其为重要，自不待论。

唯向来省县政府，多未措意及此。故一遭变乱，散佚无遗。……其损失之浩大，岂容思议”③。指

出由于抗日战争对文献造成极大破坏，提议重修省志以保存民族文化。他认为 “文献是历史概

基，无历史则无人类社会，失其凭藉，而民族精神亦无从资以发挥”④。所以要通过编修省志传

承浙江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以文化起到鼓舞战士和民众抗战信心的作用，展开对日寇侵

略的复仇。经过余绍宋等人的努力和浙江主政者黄绍的支持，提案获参议会通过。但因时局动

荡，物资匮乏，缺乏修志的基本条件，省志编纂工作未能及时实施，一拖便是近三年时间。

进入１９４２年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浙东、浙西地区开展敌后抗战，牵制日本侵略力量，
日寇的进攻和浙江省政府形成了均势状态，民国浙江地方政府在浙西南地区能够维持一个较为稳

定的状态。５月，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民政厅厅长阮毅成等提议重新编纂浙江省志，省政府同
意并成立 “浙江省史料征集委员会”。浙江省主席黄绍属意余绍宋主持此事，特致信余绍宋

说，“通志为一省之史乘，纲罗文献，垂示来兹，所系綦重。……事在千秋，当仁何让”⑤。当

月浙江省史料征集委员会成立，任命余绍宋为主任委员，委员由主任推荐，余绍宋推荐了叶左

文、刘祝群、袁道中等１３人。浙江省志编纂正式启动。１９４３年８月１日，“浙江省史料征集委
员会”改名为 “浙江通志馆”，为省志的具体承编单位，馆址在云和县大坪村的民宅梅家大屋，

余绍宋为馆长。大坪村位于云和县城南３公里的白龙山麓，因有较宽阔山地而得名。大坪村当时
只是有着二三十户人家、１００多口人的小山村，全村有耕地１００多亩、山林９００多亩，山上古木
参天，修竹摇曳，环境幽静典雅。通志馆是一座一二十间房的传统民居，设馆长、副馆长、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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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黄绍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８５页。
童少锋：《黄绍与周恩来抗战时期三次历史性会晤》，《云和抗战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７３页。
余子安著：《亭亭寒柯———余绍宋传》，第１８３页。
余子安著：《亭亭寒柯———余绍宋传》，第１８３页。
［民国］浙江省通志馆编：《重修浙江通志稿》（标点本）（第一册），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页。



纂各１人。内设秘书室、采辑室、总务课、会计室、统计室、人事管理员室等。通志馆聘请编
纂、特约采访员和各县采访员。通志馆的编制在成立之初为３４人，１９４４年省政府统一裁员减为
２４人，后经争取定为３０人。后设立浙东、浙西办事处和青田的南田办事处后，工作人员在４个
地方办公，人员不敷使用，到１９４５年增至４０人。通志馆罗致了当时众多修志精英，如台州学
者、目录学家项士元，德清水利专家俞寰澄，青田文史专家刘祝群，平湖戏曲史研究家、教育家

钱南扬，诸暨学者蒋麟振，杭州学者钟毓龙、韩登安、邓冶欧、谢燮堂等，一时少长咸集，群贤

毕至。

“文化复仇”的抗战意识和民族精神深深影响了这部省志的编纂。余绍宋在给黄绍的信中

写道，“近遭敌寇之乱”，“典章文物，荡焉无存”①，显示出对日寇破坏中华文化的憎恶之情。

孙延钊先生的认识则更为深远，“验诸往读，以筑新献，因革而损益之，以求切当与由来有浙之

省情，则舍通志，无可取处”②，期望这部省志编纂对浙江抗战及之后的发展发挥长远作用。这

部省志的体例纲要中写道，“我中华民族革命之精神，由孕育而发扬光大，浙人实与有力，浙事

亦与有荣”，强调在抗战时期要传承与弘扬革命精神。体现在内容上，这次省志编纂特别重视对

抗战史实的记述。如在 “户口”部分，要求详细记述日寇的杀戮情况和我方抵抗形成的伤亡情

况；在 “社会”部分中的 “生活情形” “职业概况”中，要求记好 “因抗战变动情形”③；在

“教育”部分的 “学校制度及经费”中，要求记述好 “战时教育”，在 “社会教育”中要求记述

好 “其他战时施教”；在 “交通”部分中的 “铁路”“公路”中，要求记述好 “建筑经过及战时

破坏情况”；在对浙江财政中重要的 “盐务”中特别要求记述好 “战时影响”；在 “军事”部分

更是对抗战相关史实予以浓墨重彩地记述。体现在记述方法上，编纂者认为之前的省志对 “兵

事，如宋末抗元、明代撷御倭、残明抗清，以及胜朝鼎革之际，有系民族兴衰成败之故者，尤嫌

漏略”④。尤其对抗日战争，“近十年间之抗敌战绩，尤关重要，未容或忽”⑤。发挥好 “记”能

翔实记述的优点，对抗战史实进行详细记述。

二　中心南移：省志的创新及编纂进程的迟滞
省会杭州位于浙江北部，杭嘉湖地区历来为浙江的财赋重地，文风昌盛，所以一定程度上可

以说，杭州及周边地区是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浙南、浙西南地区在这几方面都落后

于其他地区，本不利于省志这样大规模文化工程的开展。但全面抗战的爆发改变了这个格局，偏

远小县云和成为临时省会，杭嘉湖的工商企业迁往浙西南 （丽水），迅速带动了这一地区的经济

发展。在文化上，大批原在上海、杭州等地的文化精英云集丽水进行民族抗战； 《东南日报》

《浙江日报》在丽水出版；新知书店、生活书店、浙东书店在浙西南开办分店；大批大学、中

学、小学内迁至浙西南；冯雪峰、潘天寿、阮毅成、余绍宋等知名文化人汇聚浙西南，使这里陡

然成为全面抗战中后期的文化中心，促进了浙西南地区文化的全面进步。

正因为 “中心南移”及其文化集聚效应，促进了浙江通志编纂的开展，并在编纂理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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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绍宋：《复黄主席书》，《浙江省通志馆馆刊》，创刊号，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２月１５日。
孙延钊：《发扬浙江固有精神建设新浙江》，《浙江省通志馆馆刊》，第二卷第一期，民国３５年３月１日。
余绍宋：《浙江省通志编纂大纲草案》，《浙江省通志局馆刊》，创刊号，民国３４年２月１５日。
《〈重修浙江通志〉初稿体例纲要及目录》，［民国］浙江省通志馆编：《重修浙江通志稿》（标点本）（第一

册），第２５页。
《〈重修浙江通志〉初稿体例纲要及目录》，［民国］浙江省通志馆编：《重修浙江通志稿》（标点本）（第一

册），第２５页。



例、方法及内容上多有创新。在省志编纂理论方面，余绍宋等人在总结之前编纂通志的经验教训

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其一，他批判封建时期浙江省志编纂的缺陷，认为雍正 《浙江通志》

“除经籍门可称周密及榷税海防数门略可称道外，大部分将各府县之志所载各门剪贴而成；所载

事项涉于全省而得谓之通者盖寡，似不得称为佳志”①。应认真吸取传统方志编纂的教训，但这

并不意味着拒绝吸收传统志书精华，而是要加强 “新旧之沟通”，秉承 “科学之理”予以甄别采

用。同时，他还指出雍正 《浙江通志》 “就其体例言之：不分纪传考略，仅将各门类排比成编；

既无史学常识，遑言剪裁，是直为一种类书，不足以登志乘之林者也。即以排比论，亦无意识，

疆域山水之间，忽插入建置；关梁水利之间，忽插入古迹；兵制海防之后，忽接风俗物产祥异三

端；列女之后，忽编祠堂寺观；皆似随时随意为之……时异世殊，新型事业，至为繁颐，尤不能

不更易体例以求实用”②。认为现代省志编纂要纠正这些弊端。其二，余绍宋认为通志编纂要积

极学习现代史学理论，以其指导省志编纂工作。他指出，“今则亚欧著作于法皆得自由，而史学

昌明，深知一事一物，皆含有史之性质；历史之为物，亦不仅限于政教数端，而广及于社会全

体，殆无疑义”。提倡 “今兹修志，必以史法为归，以现代为准，无可结识；其条例容更端言

之”③。其三，在编纂中要坚持科学精神。如在制定篇目时有 “星野”不应再设立的意见，余绍

宋没有贸然做出决定，提出 “须请天文专家研究其有无价值，如不可信，则略而不载”④。著名

科学家竺可桢专门写出 《论通志星野存废问题》，指出 “星野之说，末之科学，全属诞荒，即稽

古籍，亦多自相谬误”⑤，认为 “星野”概念是不科学的，在省志篇目中应予以删掉。通志馆最

终接受竺可桢的意见，删掉了 “星野”门。还有学者对浙江水利、粮食做专门研究，在省志编

纂中吸收具体学科的新成果。

在省志体例上也做了创新。余绍宋提出省志的体例必须和县志的体例予以有效区分，指出

“窃谓通志之体例，须通于各县而为综合汇通之记载，使阅者然于全省之情形，查往知来，而

因以革损益之依据，无为得之”，“苟各县俱不许修志，则亦已矣；不然，亦何贵有此叠床架屋

之作”⑥，认为省志要真正起到反映一省各领域全貌的作用，要融会贯通，而不是各县情况的简

单相加。同时，他又指出雍正 《浙江通志》类似于类书，其门类编排随意；全面抗战时期的省

志所处年代已是现代化起步的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和二百余年前雍正封

建时期大相径庭，所以不能再继续采用传统省志的体例。从 《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的体例来

看，虽然不是严格按照 “分纲列目”原则横排门类，但也不是 “细目并列”，基本上还是按照地

理建置、民族、文化、政治、经济、人物排列，是适合当时社会发展情况的。另外，这次省志编

纂还设立 “大事记”，纵述史实，已基本上是现代的志书编排体系。

对于编纂方法，余绍宋提出 “五纲”，即纪、考、略、传、谱。其中 “纪”即为 “大事

记”；“考”即为 “述自然现象及历史遗迹诸端”，包括疆域、地理、民族、社会、田地、物产、

艺文、古迹等；“略”即为 “述管教养卫诸与政治有关者，事属现在，含有方略策略之义”，包

括党务、议会、一般行政、司法、教育、实业、交通、财务、粮政、军事、宗教、建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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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绍宋：《略评旧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见》，《浙江省通志局馆刊》，创刊号，民国３４年２月１５日。
余绍宋：《略评旧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见》，《浙江省通志局馆刊》，创刊号，民国３４年２月１５日。
余绍宋：《略评旧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见》，《浙江省通志局馆刊》，创刊号，民国３４年２月１５日。
余绍宋：《略评旧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见》，《浙江省通志局馆刊》，创刊号，民国３４年２月１５日。
竺可桢：《论通志星野存废问题》，《浙江省通志局馆刊》，创刊号，民国３４年２月１５日。
余绍宋：《略评旧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见》，《浙江省通志局馆刊》，创刊号，民国３４年２月１５日。



“传”即为 “正史列传之例”，包括人物、列女、宦迹等；“谱”即为 “正史表之例”及 “诗文

之属”辑为 “文征”，最主要包括选举中的考试、学制、议员，以及职官等。① “五纲”是在吸

收章学诚志书记述方法基础上予以创新，成为 《民国浙江省通志》的基本记述方法。

这些创新直接体现在重修 《浙江通志》的内容上。这一点可同雍正 《浙江通志》、民初沈曾

植 《民国续修浙江通志稿》进行简单比较。雍正 《浙江通志》的内容包括诏谕、圣制、图说、

星野、疆域、建置、山川、形胜、城池、学校、公署、关梁、古迹、水利、海塘、田赋、户口、

蠲恤、积贮、漕运、盐法、榷税、钱法、驿传、兵制、海防、风俗、物产、祥异、封爵、职官、选

官、名宦、名臣、忠臣、循吏、武功、儒林、文苑、孝友、义行、介节、隐逸、寓贤、方技、仙

释、烈女、两祀、寺观、陵墓、经籍、碑碣、艺文、杂记等５２门，是典型的传统志书形式。《民国
续修浙江通志稿》的编纂时代已是民国初年，但沈曾植为民国遗老，内容承袭雍正 《浙江通志》

的内容，仅加上大事记、地方自治、地质等少数内容，仍是传统省志模样。而余绍宋的 《民国重修

浙江通志稿》包括叙例、大事记、疆域、地理、民族、物产、建置、名胜古迹、著述、艺术、党

会、议会、司法、行政、财务、盐务、国税、计政、粮政、军事、水利、交通、实业、宗教、考

选、人物、儒学、文征，虽为内容不完备的稿本，但在记述内容的丰富程度及科学性上明显优于前

两部省志 （稿）。可以说，如果没有 “中心南移”带来的文化集聚，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随着抗战的发展，国民党政权日益 “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攻讦

下，黄绍的立场也出现后转。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进步力量进行军事和文化

“围剿”，无力抵御日寇的进攻，造成了宁绍战役和浙赣战役的重大失败。浙江被日伪政权分割

统治，使编纂省志所需文献的采集更无法进行。浙江通志馆虽然设立浙东、浙西两个办事处，但

资料的收集和到各县采访有很大困难，“目前多数县份被敌侵占，受战争影响交通阻塞，未能周

历采访”②，可谓举步维艰。此时，浙西南地区虽能保持偏安状态，但国民党政权抵抗乏力，全省

战乱频仍，文献浩劫，史料缺失。杭州沦陷后，机关单位仓皇撤离，档案文献损失严重。省政府及

通志馆驻地乃僻壤山区，交通不便，史料收集更加困难。经费也十分紧张，抗战时期，物资困乏，

物价昂贵，省财政拨款极少，难以保证修志的正常支出和人员生活需要。所以，虽然在编纂启动时

计划分为４期，每期２年，共计８年编纂完成。第一期详细地规定了馆务、采访、编辑的任务；第
２期的任务主要是编纂成省志的资料长编，并对前期编纂成的志稿和各县志稿进行审查；第三期的
任务包括对上期编纂的志稿继续进行审查，并进行实地调查，另外还计划举办 “浙江文献展览会”；

第四期则全部完成省志编纂，具体包括 “各部门之补充剂考核、全部志稿文字之修饰及整理、文征

之完成及审定、印刷及校勘等”③。计划虽然规定的非常翔实，任务也很具体，但是却无法完成，

通志馆修志人员的工作生活更是异常艰苦。余绍宋有诗描述，“福利原如此，清廉岂有加。漫嫌学

圃鄙，相率并耕夸”④，在修志之余还要靠种植瓜菜来补贴生活。在这种艰苦的境况中，通志馆的

同仁进行着文献征集和史料收集这些需下大力气、默默无闻的工作。为更好吸取、总结浙江历史上

的通志编纂经验，修志人员对浙江方志编纂的历史进行了整理，其中洪焕椿做了很多努力，他先后

撰写多篇论文，如 《浙江通志纂修源流述评》，对从东汉直至民国具有通志性质的志书进行介绍和

论述；《浙江方志综录》，对浙江现存的通志和郡县志做了介绍；《浙江历代名贤年谱综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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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余绍宋：《浙江省通志编纂大纲草案》，《浙江省通志局馆刊》，创刊号，民国３４年２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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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浙江各地名贤的年谱资料，这些都为 《浙江省通志》的编纂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其他还有庄

一拂撰写的 《樵李女诗人辑例目》和褚辅成撰写的 《浙江辛亥革命纪实》等。

在这些综合因素作用下，省志编纂进展十分缓慢。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７日 （农历），浙江通志馆召

开第一次馆务会议，余绍宋在报告中坦承，“时间上实延误多日，以往工作实乏表现”①。在人员聘

请上，“本馆限于预算，职员俸给微薄，以致延委颇难。尤其省府嘱代物色编纂人才，觅致尤为不

易；孙总纂又因为另有任务，迄今未到馆”，所以 “目前编纂事务尚未能达到”②。１２月２０日，通
志馆召开第二次馆务会议。余绍宋首先就成立浙东西办事处经过暨南田办事处缘由、半年多来的

编纂工作开展、县采访员的聘请及工作情况、裁员经过等４件事项做了报告。随之，浙西办事处
张主任就浙西办事处的工作开展情况做了报告；之后，浙东办事处提出工作报告；通志馆总务

处、采访课分别提出工作总结。余绍宋提出几个议案交付讨论，对通志馆工作开展中的多个问题

进行讨论，发现存在一些具体困难，如通志馆和各办事处联络不便，经费、人员不足等问题。经

研究决定，浙东、浙西各办事处的经费函请省府予以增加。但此事最终未能落实。

全面抗战时期的浙江省志编纂，通志馆修志同仁众志成城，确立了各项修志的规章、流程，

为之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但总体来说进展迟滞，成效不佳。

三　浴火 “难”生：省志编纂的失败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胜利，两浙大地迎来 “浴火重生”的机遇。余绍宋欣喜若狂，赋诗一首，

感慨 “何意忽能逢此日，从此不必滞他乡”。他在通志馆返杭前就和省政府联络馆址，因为通志

馆是在云和新成立的机构，原在杭州没有办公场所，几经周折租赁下里西湖 （现北山街）的梅

庐作为办公场所。至此省志重修纳入正轨，修志条件得以部分改善。这是加快编修进度的好机

遇，总结前期工作，“回溯第一时期之两年，因处在抗战之特殊环境中，种种困难，不胜缕述，

而经费又甚之绌，故按预定进度，不无衍期之恨”③。故通志馆在杭州开馆后，全体修志同仁努

力工作，加快进度。在采集史料、征集图书、撰述志稿等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以达到 “凡在

第一时期中未竟之工作，大约可在本年度内完成之”④ 的目标。并计划将三、四阶段的任务酌情

缩短时间，以求尽快完成编撰目标。为此，在采辑史料方面采取一般采访、特种采访、委托采

访、协助采访、直接采访等方式；加大了购置、征集图书的力度，采取购置、征购、捐赠等方式

多方收集图书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整理、编目。通志馆的编纂人员还往浙江各地和上海查阅、抄

录资料。对抗战时期统治浙江的日伪政权的档案资料，通志局也多方收集。截至１９４７年３月，
共收集各种资料５６０类、９６４４件。⑤ 次年６月，《重修浙江通志稿体例纲要及目》付印，共２万
余字，包括总目２９编，下分章、节、目，文征、杂记为附志，另有细目，供各专家学者提出意
见。７月，《重修浙江通志初稿之 （二）田赋篇》出版。浙江通志编纂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最

终，《浙江通志》在历经６年编纂之后，采集志料在５万件以上，“成初稿一百七十四本，统计
居全部分之六”⑥，发展势头似乎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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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第一次馆务会议记录》，《浙江省通志馆馆刊》，第一卷第三期，民国３４年８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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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通志馆简史》，１９４９年５月，Ｌ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９７，浙江省档案馆藏。



但此时，省志编纂却遇到致命难题。抗日战争胜利，中华民族如凤凰浴火重生，人民精神振

奋，国民党政府本应励精图治，和平建设。但国民党各级官员在接收时如疯癫般巧取豪夺，“五

子接收”，中饱私囊，迅速败光了人民的信任。在这样背景下，省志编纂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问

题。首先遇到的是财政紧张，因国民党政权积极发动内战，浙江财政十分困绌，通志馆难以维

持，不得不争取社会捐助，虽暂时解决了部分问题，但仍难以持久。再之遇到人事上的不配合，

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对省志编纂工作相互掣肘。尤其随着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战火逐渐延

绵，民不聊生，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编修省志终成黄粱一梦。１９４９年３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军浙江，通志馆解散，编纂人员遣散，省志编纂停止，仅留２名职员管理图书及资料，这次省
志最终未能 “生”成。

结　语
“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① 浙

江方志人秉持 “文化复仇”精神，历经艰难，共采辑志料５万件以上，形成稿本１２５册，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移交浙江省图书馆保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浙江图书馆重抄这部初稿并刻印，
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进行了标点整理并正式出版，为新中国的省志编纂所参考。由此可见，重修

浙江省志虽未完成，但仍有一定价值，是一项有价值的文化工程。这项文化工程在抗日战争这样

一个艰苦、危险、困难的局势中启动，当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沦亡，人才凋零，史料奇缺，人

力、物力、财力皆极其匮乏的条件下，为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付出艰辛努力，体现了伟大抗战精神

和民族精神。这次省志编纂在编纂理论、体例、内容上已呈现出现代方志的形态，是从传统方志

向现代方志进化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其在很多方面的开创之功值得肯定，其编纂经验值得深入

总结。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意志，开启

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② 抗战胜利本是民族 “重生”的绝佳机遇，也

是编修省志的大好时机，但国民党反动派却穷兵黩武，把大量物力用来发动内战，钳制民主和文

化发展，最终致使省志 “难”生。这是深刻的历史镜鉴！历史的鲜明对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对各项事业的领导尤其是对省志编纂这种大型文化事业领导的重要性，以及一个强有力政权带来

的稳定局势和强盛国力对省志编纂的保障作用。地方志文化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

求”③，方志人在党的领导下坚定文化自信、自觉，才能开启方志未来。

（作者单位：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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